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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熵权法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评价研究

——以湖北省为例
*1

路荣荣 秦锋 陆昊天

（华中农业大学，湖北武汉 430070）

【摘 要】:为进一步全面评价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效果，以湖北省对于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选取直

接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三大指标建立熵权法评价模型，求出湖北省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前后的评价得

分，得到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前的综合评价得分平均值为 0.1956，政策实施后的综合评价得分平均值为 0.5887，

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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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对于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它不仅是人类生活中必需的食品，还是维护国家社会、政治、国防稳定的

战略物资。然而，目前我国的耕地面积不断减少、人口数量增加、人均耕地资源占有量不高、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显著，导

致我国粮食面临着多重潜在的风险。为了保护种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保障粮食供应稳定，国家对某些重点的粮食品种实行粮食

最低收购价调控政策，每年事先公布某些重点粮食品种的最低收购价格。当市场的粮食收购价格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

标准时，要求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收购农民粮食，以激发粮农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对于粮食的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效

果评价，由于研究视角的差异，学者们的见解不一，有些学者质疑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效果，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会带来

不好的影响；但也有一部分学者充分肯定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认为最低收购价政策对于增加粮食产量与保护农民利益有积

极的促进作用。

为进一步全面评价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效果，本文以湖北省对于小麦的最低收购价政策为例，选取直接效应、经济效

应和社会效应三大指标建立熵权法评价模型，求出湖北省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实施前后的评价得分，通过将 2005～2014 年湖

北省的已实行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综合得分的平均值与2000～2004年湖北省未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的综合得分的平均值进行

比较，得出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实施效果。

1 区域概况

湖北省位于我国长江中游，地处中国中部地区，东边与安徽省相邻，西边与重庆市相连，西北边与陕西省接壤，南边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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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省、湖南省接壤，北边邻河南省。湖北省内省域总面积为 18.59 万 km
2
，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 1.94%。2015 年全省耕地面积为

229.08 万 hm
2
，小麦的种植面积为 109.33 万 hm

2
，水稻的种植面积为 218.8 万 hm

2
。湖北省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之一，在我国的

粮食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04 年湖北省开始对小麦、稻谷等重要粮食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

2 评价指标选取

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最主要的目的是保证农民的切身利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稳定、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介

于这些方面的考虑，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的影响深远，应从经济、社会等多角度去综合评价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政策的效果，本

文选取直接效应指标、经济效应指标和社会效应指标三类指标进行综合评价（见表 1）。

表 1 熵权法评价模型指标评价体系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直接效应评价指标

小麦粮食种植面积（X1）

小麦粮食产量（x2 ）

小麦生产价格指数（X3）

经济效应评价指标
城乡收人差距（x4）

粮食进口量（X5）

社会效应评价指标

恩格尔系数（x6）

农民高中程度（x7）

城镇化率（X8）

3 数据获取

本文选取了作为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区域之一的湖北省作为研究区域，湖北位于我国中部，属于长江流域经济带，从

明朝开始，湖北省一直都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对于我国的粮食生产有不容小觑的作用。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

计年鉴和湖北省统计年鉴，搜集统计出 2000-2014 年湖北省小麦的综合评判各指标的数据。

4 熵权法评价模型

假设共有个待评价的项目，个评价指标，得到原始数据矩阵为 ：

其中， 为第个指标下第 i 个项目的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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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各个评价指标之间的量纲影响，采用 min-max 标准化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其中， 为标准化后的值； 为第个指标的最小值； 为第 j 个指标的最大值。

评价体系指标的权重对于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的评价十分重要，本文基于熵权法测算各指标的权重，并根据所求权重

计算政策效果的综合得分。熵权法的主要步骤如下：

①计算第 j 个指标下第个项目的指标值的比重 ：

②计算第个指标的熵值 ：

③计算第个指标的熵权 ：

④计算综合评价得分 z：

5 评价结果

通过查阅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村统计年鉴，搜集统计出 2000～2014 年湖北省小麦的综合评判各指标的数据，将数据代入

熵权法模型，得出粮食最低收购价评价体系各指标的权重（见表 2）。

表 2 粮食量低收购价政策效果评价体系各指标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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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类型 指你名称 权重

直接效应评价指标 小麦粮食种植面积 0.1014

小麦粮食产量 0.1174

小麦生产价格指数 0.0697

经济效应评价指标 城乡收人差距 0.1404

粮食进口量 0.0647

社会效应评价指标 恩格尔系数 0.1788

农民高中程度 0.1666

城镇化率 0.1611

根据各评价指标权重求出湖北省各年份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效果的评价得分（见表 3）。

表 3 湖北省 2000-2014 年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评价得分

年份 评价得分 年份 评价得分 年份 评价得分

2000 0.1765 2005 0.3481 2010 0.6285

2001 0.1707 2006 0.424 2011 0.6432

2002 0.1781 2007 0.5756 2012 0.7175

2003 0.2954 2008 0.4496 2013 0.7789

2004 0.1573 2009 0.5729 2014 0.7492

2000～2004 年平

均值: 0.1956
2005～2014 年平均值:0.5887

从表 3可以看出，在湖北省未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时（2000～2004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评价得分是不稳定的，

并且得分总体呈递减的趋势；在湖北省实施了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后（2005～2014 年），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评价得分是呈不断

上升的趋势。2000～2004 年湖北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评价得分平均值为 0.1956，2005～2014 年湖北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评

价得分平均值为 0.5887，实施最低收购价政策之后比实施政策之前模糊综合评价得分明显更高，表明了实施粮食最低收购价政

策对于湖北省有正向的促进效果、有很好的实施效果，有利于保证粮食的生产、保障农民的利益，促进社会、经济效应得以发

挥。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建立直接、经济和社会的综合评价指表，基于熵权法对湖北省小麦最低收购价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通过对政策

实施前与政策实施后的综合评价得分的对比，得出政策实施后的综合评价得分总体上呈不断地增长趋势且高于政策实施前的综

合评价得分的结果。这表明了粮食最低收购价格的实施对湖北省有较好的效果和影响。小麦最低收购价的实施使得小麦的实际

价格一直维持在高位运行，维护了小麦的种植面积不减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效地激发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保证我国粮



5

食安全。

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如下建议：（1）制定合理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最低收购价格对市场价格确实存在影响。若国

家设定过高的最低价格，会使农民盲目大量种植，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使市场价格过低，从而对国家的财政造成巨大的压

力；若国家设定过低的最低收购价格会使农民种植的积极性下降，很可能造成粮食的产量的大量减少，需要大量依赖进口，对

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不利。所以，设定合理的最低收购价格的重要性在于，通过设定最低收购价格和波动范围，使农民的种植

意愿保持较平稳的状态，通过市场的“无形的手”的影响，政府根据市场价格调整最低的收购价格。（2）改变单一的最低价格

支持政策，多增加一些直接农业补贴。不同国家之间的粮食支持政策均不同，而每个较为发达的国家都会经历类似的一个过程，

从直接的制定价格限制转为补贴。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处在第一阶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应该逐渐向该方向转型。粮食

最低收购的价格应该因地、因质制宜，根据不同地区的粮食生产特点确定相应的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体系标准，不能过分追求

增加粮食种植面积，而是应该注重农业机械与科技的进步，从而提高粮食的质量和产量，保证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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